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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
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

——以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为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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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自乾隆朝末期始，在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以棚民为主体的垦殖山土种植玉米引发的社会环

境恶化现象日渐凸显，官方和土著也因此在该域掀起了我国粮作史上首次谴责和禁止外来稳产高产粮作传播种植的浪

潮。社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山上玉米生产日渐严重地破坏了山下土著的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人居环境和社会

稳定，本质上是玉米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禁止玉米在山场传种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土著的社会环境，

保护原生植被和遏止水土流失的生态动机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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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late period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the deteriora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cor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Hangjiahu and Wannan in the low-

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

enous people have set off a wave of condemning and banning the spread and cultivation of foreign stable and

high-yield gr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grain production. The deteriora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production of corn on the mountain has seriously damaged the agri-

cultural economy, especially the food production, human settlements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under the mountains. In essence, it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corn producers and the non

producers.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banning the transmission of corn on the mountain is to pro-

tec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e ecological motivation of protecting the original v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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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tion and preventing the soil erosion as well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 corn production; conflict of interest;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在清代长江下游①杭嘉湖、皖南和皖西南山地丘陵区（下文简称山区），自乾隆朝中期始，在诸多自

然和社会因素的促动下，稳产高产的旱作玉米日渐在坡地上大面积种植，形成临安、杭县、余杭、孝丰、德

清、乌程、安吉、嘉兴、嘉善、婺源、祁门、东至、至德、铜陵、太平、旌德、宁国、广德、宣城、宿松、岳西、怀宁、

舒城和来安等24个县（州）域种植区②；该域玉米生产对于促进山区旱土资源开发、改善民食结构、丰富

饮食文化和发展山场综合经济等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杭嘉湖和皖南山区，垦殖山场种植玉米

严重地冲击了社会环境，土著绅民因此视玉米为洪水猛兽、玉米生产者为寇仇，进而使问题凸显于社会

并引起广泛和高度的关注。皇帝、御史、总督、巡抚以及县域种植区所在地的府州县官员和土著等对玉

米生产口诛笔伐，自乾隆五十三年徽州特大山洪暴发后，官民多次联手对山上以玉米生产为主业的棚民

“概行驱逐”③，同时勒令所有棚民和土著等山民不准“再种苞芦”④，试图遏止社会环境的持续恶化。那

么，清代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问题之现象和本质究竟是什么？对此，当代学界已

有所关注⑤，但已有研究缺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梳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甚至存在舛误之处，故本文试

着予以专题探讨。

一、山上玉米生产与山下农业经济的破坏

在清代杭嘉湖和皖南玉米种植区，拥有刀斧锄镐等简陋生产工具的玉米生产者在刀耕火种过程中，

对山场野生植被“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⑥，继而翻挖山土和铲草皮烧火土粪，种植生

物特性决定了同等种植条件下最易引发水土流失的是旱作玉米，因此引发了该域山土垦殖史上史无前

例的严重水土流失，如徽州府属祁门和婺源等县山上“开种苞芦……沙土倾泻”⑦而下，宁国、池州和广德

等府州“垦种苞芦”的山场上“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⑧，杭嘉湖各县域种植区“开种苞

谷”造成山上“每遇大雨，沙砾尽随流下”⑨等。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对种植区山下甚至更大范围内的

农业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失。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粮食歉收

在杭嘉湖和皖南玉米种植区，首先，清代玉米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山上和山下的水环境，引发了严重

①祁门县集水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分界点的江西湖口注入长江，为清代玉米种植区；玉米种植区婺源县在清代隶属安

徽省徽州府，集水也在湖口注入长江；故本文将祁门和婺源县的相关问题纳入研究视野。

②有关清代该域的玉米传播种植及其动因情况，参见拙文《清代以来玉米在长江下游山区的传种动因初探》，《中国

农史》2019年第4期。

③［清］陈炳德主修，陈良澍总修：嘉庆《旌德县志》卷5《食货·物产·谷属》，嘉庆十三年刻本。

④吕小鲜选编：《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⑤相关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文有：李昕升和王思明《清代玉米在浙江的传播及其动因影响研究》、王保宁和朱光涌

《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张芳《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垦殖及其影响》、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

害、信仰及相关习俗》、冯贤亮《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卞利《清代中期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和

社会秩序的影响》、张祥稳和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等。

⑥［清］王让修，桂超万纂：道光《祁门县志》卷12《水利志·水碓》，道光七年刻本。

⑦［清］程道锐等修，马步蟾等纂：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志下·水利》，道光七年刻本。

⑧［清］鲁铨、钟英修，洪亮吉等纂：嘉庆《宁国府志》卷9《舆地志·风俗》，嘉庆二十年刻本。

⑨《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42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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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旱灾害，这种情况在宣城非常普遍：“未开之山……每天雨……其下水也缓，……水缓，故低田受之

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随即形成山洪奔

注而下，“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①，山下耕地水旱交替不可避免。其次，玉米地

上的“土流失”严重损毁山下的水利设施，使山下田地缺乏水利保障。如：祁门和婺源等县山上玉米地的

水土流失使山下“溪碣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②，宁国、池州、太平和广德等府州山上“苞芦”生产引发的

土流失严重“有妨河道”③和“有碍民田水利”④，浙抚阮元认为杭嘉湖山上“惟苞芦”生产使山下“溪河每致

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大为目前水利之害”⑤。水利是防御水旱灾害、保障农业收成的基本条件之一，

因而该域玉米生产对山上和山下水利环境的破坏势必引发农业歉收，且时人也将歉收的主因归咎于

此。如道光年间，芜湖道宪杨懋恬认为皖南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农民蓄泻灌溉之法无所复施，频年歉

收”⑥，御史汪元方陈奏杭州和湖州山下水灾频仍严重正是山上“开种苞谷”⑦造成的；同治年间，费南辉认

为湖州府山下水旱连年的“致患之原，则尤在棚民租山垦种苞芦”⑧；光绪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家族在《驱

棚除害记》中控诉本地山上玉米生产等造成“频年岁比不登”⑨。

（二）山上玉米生产使山下耕地淤淀甚至永久废弃

在山上种植玉米引发水土流失，使山下在玉米到来前业已普遍存在的因“山多田少”而严重稀缺的

耕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如祁门县因“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使下山泥沙淤淀山下大片耕地，其中“不可

复耕者，所在皆有”⑩，即无法挑复而废弃；旌德县山上“种苞芦”使下山沙石“毁坏良畴”􀃊􀁉􀁓；湖州天目山区

山上“开种苞谷”引发的水土流失使山下大范围内的“良田化为硗瘠”􀃊􀁉􀁔。众所周知，耕地是中国传统社会

农民的命根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而山上玉米生产造成山下耕地泥沙淤淀，对殃及的农

户来说是致命的，特别是耕地的永久性废弃，对农户的打击和农业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难怪光绪

年间祁门善和程氏在《驱棚除害记》中控诉，玉米地上的泥沙淤淀山下耕地，使“耕农多叹失业”􀃊􀁉􀁕。

（三）山上玉米生产给山下农户带来人财物力的额外负担

其负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被泥沙淤淀耕地挑复所需的人力物力。因为山下耕地资源稀缺，故耕

地被泥沙淤塞的农户势必竭其所能地付出人力物力进行挑复，但这一负担之重不可小觑，否则光绪年间

的祁门县善和程氏族人也不会发出“田亩多被汆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的哀叹。二是山下耕地淤淀租

税无出，从而加重了农户的钱粮负担。耕地上的出产是农户交纳租税的主要来源，但山上玉米生产给山

下耕地带来的水旱灾害和泥沙淤淀，势必使耕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因歉收或绝收而减少或完全丧失租

税来源，必须从其他渠道筹集钱粮来履行不可逃避的交租纳税义务。如光绪年间，祁门县善和程氏族人

①［清］梅曾亮：《记棚民事》，《柏枧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

②［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制·水利》。

③［清］嘉庆《宁国府志》卷18《食货志·物产》。

④吕小鲜选编：《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⑤陈文学编：《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浙江省社科院，1989年，第22页。

⑥［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⑦《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一）》，第42583页。

⑧［清］宗源瀚等修，周学濬等纂：同治《湖州府志》卷43《经政略》《水利》，同治十三年刊本。

⑨［清］《清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碑》，原碑立于徽州祁门县六都村，现已佚失；转引自光绪《善和程氏族谱》卷1《村居

景致·驱棚除害记》，祁门县民间藏本。

⑩［清］道光《祁门县志》卷12《水利志·水碓》。

􀃊􀁉􀁓［清］陈炳德主修，陈良澍总修：嘉庆《旌德县志》卷5《食货·物产·谷属》，嘉庆十三年刻本。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一）》，第42584页。

􀃊􀁉􀁕［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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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田地淤塞使“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①；道光年间，御史汪元方奏报，杭嘉湖山上“开种苞谷”使山

下淤淀耕地有“日后赔纳钱粮”②之患；晚清时期，梅曾亮调查发现，宣城山民垦山种植玉米等生产活动实

质上是“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之举③，理由是玉米生产加重山下农户的

租税负担。

上述玉米生产破坏农业经济对土著的主要影响何在呢？在玉米大面积种植前，杭嘉湖和皖南口粮

业已严重不足并依赖外援。如嘉兴府食粮“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④；湖州和杭州“本地所出

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⑤；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县所产粮食“仅资三月之食”“即丰

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⑥；宁国一带“全年所产粮食，仅供民食半年之需”⑦，此类情况一直

延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当代初期。而上述玉米生产引发的粮食歉收问题，使种植区土著的粮食总量不是

上升而是衰减，因为外来人口种植玉米“所租山场的租金极低甚至不需租金”⑧，其生产的玉米主要用作

自家消费而不是土著，这就必然使土著原有的乏食问题雪上加霜。再者，土著主要是考虑到林木等“山

之所产，效远”⑨而出租或自垦山场种植玉米，以期当年即可获得短平快的经济效益，但上述三方面问题

的出现，一方面加剧了土著的贫困，同时更制约着山下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而遑论扩大再生产了。所有这

些，正是山上玉米生产者与山下民众利益冲突和群体对立之根本所在。

二、山上玉米生产与山区人居环境的恶化

玉米生产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种植区生活居住、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等人居环境的

破坏，环境的所有者涉及生者、逝者和子虚乌有的神灵等，这种恶化集中出现在层峦叠嶂、山高坡陡、河道

狭窄、河床比降大和玉米县域种植区集中分布的皖南山区，自乾隆朝中期玉米大面积种植始日渐凸现。

（一）玉米生产对山区交通运输环境的破坏

玉米生产中的水土流失，对山上山下的陆路、水道、桥梁和堤坝等交通设施损毁严重，使原本交通不

便的山区交通运输环境更加恶劣，时人也将这一问题与玉米生产联系起来，有人将玉米生产视为唯一的

罪魁祸首。如：嘉庆《宁国府志》编纂者认为，该府山上“垦种苞芦”使山下“河道为之壅塞，坝岸为之倾

陷，桥梁为之坠圮”⑩；嘉庆《旌德县志》有载：县域内山上“种苞芦”使下山沙石“填溪塞路”􀃊􀁉􀁓；道光年间，在

徽州祁门、婺源等县，人们发现山上水土流失与山下“河身日高，河流日浅，船只挽运愈觉艰难”􀃊􀁉􀁔现象存

在直接因果关系，祁门大洪岭山场上的禁种玉米碑文中，将下山泥沙“积塞道途”归咎于山上“插种苞

芦”􀃊􀁉􀁕；其后，皖南山区随着玉米面积的扩展，交通运输环境恶化的程度和范围亦呈上升趋势，民间普遍设

①［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②《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一）》，第42583页。

③梅曾亮：《记棚民事》，《柏枧山房文集》卷10。

④［清］吴永芳修，钱以垲纂：康熙《嘉兴府志》卷10《风俗》，康熙六十年刻本。

⑤［清］同治《湖州府志》卷32《舆地略·物产上》。

⑥［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制·水利》。

⑦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中国经济志·安徽省宁国》，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民国二十五年，第10页。

⑧张祥稳：《清代以来玉米在长江下游山区的传种动因初探》，《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

⑨［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5《山场议》，黄山书社，1993年，第74页。

⑩［清］嘉庆《宁国府志》卷9《舆地志·风俗》。

􀃊􀁉􀁓［清］嘉庆《旌德县志》卷5《食货·物产·谷属》。

􀃊􀁉􀁔［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清］《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现置于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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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桥会、路会，水灾后注重工赈以修复道路桥梁。交通运输环境的恶化对当地商品经济和民生等负面影

响极大，如祁门县山上水土流失使“河道日高，水在砂下，舟不能达。十日不雨，货物不至，盘运翔贵，是

以闾阎日即于贫苦”①，同时还引发了“水运艰辛，米价腾贵”②等问题。

（二）玉米生产对山下土著居住环境的破坏

在玉米大面积上山前的皖南山区，山洪暴发破坏居住环境的现象并不少见，即道光《徽州府志》所说

的“地势高峻，骤雨则苦潦”③现象。但自乾隆朝始，大面积的玉米生产严重削弱了山场的保水功能，使得

山洪更易于形成，进而加剧了山洪对山下屋宇和家什的破坏，土著也将其视为山上玉米生产带来的祸

害。如乾隆五十三年，山洪暴发使祁门山下“庐多漂没”，目睹惨景的孙学治认为其即是山上“棚民租山种

苞芦”④的恶果；嘉庆年间，祁门环溪王氏履和堂家族谴责山上玉米生产等活动使山下“屡岁洪水暴涨”和

“村内洪水横流”，造成“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和“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⑤的惨状；光绪时期，祁门善

和程氏家族仁山门族人控诉，山上玉米生产等活动使家族“栖息遭危”⑥。另外，在徽州祁门和婺源等种植

区，以玉米生产为主业的棚民因“拚拆民居……之案叠见”⑦而破坏了土著居所，也成为官民驱棚的由头。

（三）玉米生产对土著樵采环境的破坏

在清代皖南祁门、婺源和宁国等府县，玉米没有大面积种植之前，当地“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

者，不敌取给于山”⑧，这里的“日用饮食”之物即包括土著必需且来源于山上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等生活燃

料，但自棚民“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⑨始，玉米生产者在垦殖山场中清除野生植

被、砍草搭棚和铲草皮烧火土粪等行为，导致生活燃料资源日渐短缺，土著也因樵采困难、增加樵采和生

活燃料成本而怨声载道，如：嘉庆时期，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族人在《驱棚除害记》中，将“樵采无地”列为

棚民的十大害之首⑩，可见柴草短缺之严重及其对当地民生影响之大；张椿楚《颂山房杂著》中罗列徽州

祁门和婺源等县棚民六害，其五就是垦山种植玉米等旱作，使昔日的“柴薪仅足敷用”转变为“柴薪价值

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荡然无存”􀃊􀁉􀁓；柴薪短缺及其价格上涨，不但影响农村的日常生活，也

增加了城镇人口生活燃料上的经济支出，进而扩大了反对玉米生产的社会群体范围。

（四）山区玉米生产对风水文化的破坏

明清时期，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地土著的风水意识浓厚且根深蒂固，风水被他们视为人居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个人、家族甚至域内社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故弘治《徽州府志》有该域民众“泥于阴阳，

拘忌费事，且睨鬼神，重费无所惮”􀃊􀁉􀁔的记载，清人赵吉士有“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

半为此”􀃊􀁉􀁕之说。但是，玉米生产也冲击着该域风水文化，成为土著仇视以玉米生产为主业之棚民的又一

①［清］道光《祁门县志》卷12《水利志·水碓》。

②［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③［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④欧阳发、洪钢编：《安徽竹枝词》，黄山书社，1993年，第74页。

⑤［清］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不分卷），嘉庆刊本，原件现藏于安徽省图书馆。

⑥［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⑦［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⑧［清］《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嘉庆刊本。

⑨［清］道光《祁门县志》卷12《水利志·水碓》。

⑩［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明］澎泽、江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弘治十五年刊本。

􀃊􀁉􀁕［清］赵吉士辑撰，周晓光等点校：《寄园寄所寄》，黄山书社，2008年，第9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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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即嘉庆朝安徽巡抚董教增所了解的“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①现象，破坏行为的主

体是棚民，种植玉米的土著因地缘和血缘关系而少有破坏。破坏的具体情况有三：

一是损毁坟墓和荫木。祁门和婺源等县民众认为，坟墓有着安放、保护逝者躯体魂魄和荫庇生者等

作用，荫木具有保护坟墓的功能，因而他们尽其所能地对其予以保护而以示敬畏。但玉米生产活动有损

坟墓和荫木：如乾隆末年，婺源县汪口村的棚民在刀耕火种过程中，“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②，土著因

此祈请县尊驱逐棚民；嘉庆年间，随着玉米在祁门和婺源等县的蔓延，土著普遍担忧坟墓“渐失形迹，势

恐骨殖莫保”，并对棚民“盗砍坟荫之案叠见”③的现象深恶痛绝；嘉庆九年，祁门社景一带的黄氏家族祈

请府宪勒石立碑，禁止棚民垦山种植玉米等粮作，以消除对本族“墓址难免无虞”④之顾虑；嘉庆十二年，

芜湖道宪杨懋恬在处理皖南各玉米种植区棚民事务之际发现，该域内“布种苞芦”的棚民“伐木搭棚，毁

伤坟茔薪木”的行为“不利于地方”⑤，因为其引发了棚民与土著间的冲突。另外，就在玉米生产者直接损

毁土著家族坟墓的同时，玉米地上的水土流失对坟墓的损毁更是触目惊心，如祁门县在乾隆五十三年的

水灾中，“棺木随流而下者甚多”⑥；其后，类似的损毁仍在持续并呈普遍和加剧之势，皖南祁门、婺源和宁

国等府县多次出现了大范围的“尸棺逐浪，漂驶如舟”⑦的惨景。

二是损伤龙脉。清代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地土著笃信当地是否人丁兴旺、财赋充足、社会安定，与所

谓的龙脉息息相关，并为棚民种植玉米等行为破坏了龙脉而忧心忡忡。如乾隆五十一年，婺源县汪口俞

氏宗族敦促县令驱禁棚民，理由之一是担忧棚民垦山导致“天根斩削，地脉陵夷”⑧；嘉庆时期，祁门环溪

王氏履和堂族人因山民种植玉米等旱作将“来龙山场……尽开挖锄种”⑨而夙夜忧叹；光绪时期，祁门善

和程氏宗族在《驱棚除害记》檄文中控诉，棚民“开垦锄种”造成本地“龙脉之伤戕”⑩。

三是冲击祠堂。清代徽州祁门和婺源等地土著认为，祠堂是家族安放亡灵、祭奠祖先、商议和办理

要事的庄严场所，是族内生者的圣地，而玉米地上的水土流失也危害本族祠堂的安全，成为玉米生产者

的又一罪状。如：乾嘉时期，在祁门县环溪一带，山洪暴发在损毁王氏履和堂族人居所和家什的同时，也

使本族“祠内污泥壅积”，使族人油然而生祠内“灵爽何所凭依”􀃊􀁉􀁓的恐惧。

上述山上玉米生产对人居环境的破坏问题在清代长江下游的其他玉米种植区应该也存在，因为大

面积种植玉米必然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具备了对人居环境破坏的要素；祁门和婺源两县的相关问题之所

以在域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并上达天听，除了该地从事玉米生产的棚民人数众多和玉米面积较大等因素而

使得人居环境破坏相对严重外，还与土著的传统文化、排外意识以及县域内外的官绅商势力有关。

三、恶劣生存环境下的棚民不法行为与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

在清代杭嘉湖和皖南玉米种植区，棚民入山的主要动机与乾嘉时期的南巴老林棚民如出一辙，“熙

①梅曾亮：《记棚民事》，《柏枧山房文集》卷10。

②［清］《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

③［清］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④［清］《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现置于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⑤［清］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水利》。

⑥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等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年，第489页。

⑦［清］浙江西湖协德堂编：《皖浙赈征信录》，载李文海、夏明方、朱浒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0册，第7321页。

⑧［清］《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

⑨［清］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嘉庆刊本。

⑩［清］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1《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清］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嘉庆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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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①，今人王保宁认为“玉米不是棚民进入（笔者注：浙江杭嘉湖和皖南）山区的主

要目的”②，并不符合实情，可以说，没有玉米的吸引，棚民就不会大规模进山垦殖，且种植区的棚民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是种植区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引发的棚民为非作

歹问题也属于本专题的研究范畴。

（一）棚民恶劣的生存环境

该域内以玉米生产为主业的棚民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官方和土著等多次

对他们发起舆论围攻和强制驱逐。自乾隆五十四年始至清末，中央和浙皖地方政府以及多个种植区的

众多民间人士，屡屡联手对徽州、宁国、池州、广德和杭嘉湖山区“种植苞芦”的棚民众口一词地予以声

讨，或强制其“退山回籍”③，或勒令其“种植杂粮烟、麻、麦、豆、山芋、茶、杉等物”而不准“种植苞芦”④。

二是棚民遭受山主的种种欺压。如在清代祁门等县，“种苞芦”的棚民必须按时保质保量缴纳地租，

否则就要受到山主“过期加价”⑤和“听凭另召他人”⑥等经济和夺佃处罚；杭嘉湖和皖南种植区的部分土

著族长等在官方禁种玉米令下达后，故意默许棚民租山种植玉米，随后借禁令而“呈请驱逐，希图白得价

银，情同骗局”⑦，棚民因此多有钱财、山土两空者。

三是棚民的生活、政治和心理处境异常悲惨。虽然相关史料对此罕有记载，但我们从民国时期皖南

和杭嘉湖“开荒种苞谷”棚民的相关记载，如：宁国一带的棚民“在生活上极其清苦……没有保障”，同时

“在政治上毫无地位，最受欺侮，……地主利用多种手段欺骗敲诈他们”⑧；杭嘉湖的奸商和高利贷者“向

农民巧取豪夺”⑨，大致可逆想清代之情形。

四是棚民在心理上缺乏地域归属感。棚民因为所租玉米地水土流失严重，“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

他山”⑩，被迫到处迁徙；贫困的棚民因为在故乡一无所有而无法返籍，因而就连嘉庆帝也稔知皖浙棚民

“大半皆无籍可归之人”􀃊􀁉􀁓。所有这些，使得被所在地官方和民间作为驱逐对象的棚民普遍缺乏地域归属

感而只得赶山谋生。

（二）恶劣生存环境下棚民的为非作歹

以上述棚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为直接诱因，加上迁徙不定的棚民“年俱强壮，所盖棚屋多在山野旷僻

之地”而使官方对其“无所钩稽”􀃊􀁉􀁔等因素的存在，引发了杭嘉湖和皖南棚民为非作歹，冲击社会治安，他

们盗窃、抢掠妇女和财物、强占山场和水源、打架斗殴、杀人越货，以及强拆土著的房屋，官方和居民分别

有“虑其难驯”和“每不胜其扰”􀃊􀁉􀁕之叹。如，嘉庆十九年，御史张鉴奏报：“湖州府属长兴县地方，有不安

本分之棚民恃强聚党及伙斗劫夺等事”􀃊􀁉􀁖；嘉道时期，“植包谷”的湖州山区棚民给时人沈垚留下的印象是

①［清］邓梦琴纂修：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物产附·玉蜀黍》，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②王保宁等：《从抵制到接受：清代浙江的玉米种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期。

③［清］陶澍：《会同皖抚查禁棚民开垦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26《奏疏》，道光二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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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凶悍，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土人不敢校，官吏不敢诘”①；道光三十年，御史汪元方奏，杭州和湖

州山区“开种苞谷”的棚民“往往潜行窃盗，盗案之多，亦由于此”②，尤其是一有“岁歉则城乡盗窃”③；同治

时期，安吉县棚民“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④；光绪年间，重臣刘秉璋奏报，杭嘉湖山区棚民“与土

民情意未冾，每因口角细故，酿成衅端，甚至强宾压主，遇事逞凶，无恶不作”⑤。

在皖南多个种植区，棚民引发的治安案件更是多发甚至时常酿成命案。如：嘉庆十三年《旌德县志》

记载，当地“种苞芦者，……聚族凭陵，土人不敢与较，且性犷悍好斗，时酿命案”⑥；嘉庆十九年，芜湖道宪

杨懋恬获悉，皖南多个州县“布种苞芦”的棚民“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占地侵山，动成讼案”，同时“斗

殴、抢夺之风又炽”⑦；光绪时期，祁门县善和程氏在《驱棚除害记》檄文中，声讨棚民“衣食无出，饥寒为

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⑧；清末，建德县“垦种苞芦”的棚民与土著“始而争山，继而争水，巨案遂时有所

闻”⑨等。

综上所述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可见，在清代长江下游杭嘉湖和皖南等玉米种植区，玉米生产严重恶

化了社会环境，对农村和城镇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等产生巨大冲击，形成了玉米生产者与非生产者的尖锐

群体对立和利益冲突。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嘉庆年间，祁门环溪王氏履和堂家族为何对玉米生产

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目击心伤，人皆切齿”，当地玉米大面积种植前的“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

食余饶”之美景在玉米到来后为何不复再现。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上述社会环境恶化的所有罪责归于棚民及其玉米生产，因为各种植区内“地方

效尤”⑩，即土著效仿棚民垦山种植玉米的行为日渐普遍，山民的种植薯类、花生、芝麻、烟草、麦作、豆作

和靛青等旱作以及烧炭、烧石灰、采矿、挖树根等行为也会引发一定的水土流失，多少对种植区的社会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不应忽视。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一是有清一代玉米在整个长江流域绝大部分山区快速蔓延，势必

引发山区原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但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问题为何仅

仅在杭嘉湖和皖南山区凸显呢？二是在民国和建国后的若干年里，玉米在长江下游山区更广袤的山坡

上种植、各县域种植区的玉米生产在当代达到历史巅峰，但从史料记载看，上述清代杭嘉湖和皖南山区

等地的社会环境恶化问题为何似乎销声匿迹了呢？希望本研究对长江中上游山区至今依然兴盛的玉米

生产有着一定的警示作用，也有助于从历史教训的层面理解山区农业开发中保护“绿水青山”与构建和

谐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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